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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

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

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

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

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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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

———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胡伟希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当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时，人们感到不

解：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思想就是思想，思想怎么能代替历史

呢？其实，柯林伍德说这话是有深意的。他认为：尽管历史包

括人类的一切活动，但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才可

以称得上真正的“历史”。因此，在他眼里，有两种历史：“伪

历史”与“真历史”。通常人们将以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

吃和睡、恋爱等，都纳入“历史”的视野，但这些都是属于“伪

历史”的范围；而只有受人类理性指引的人类活动，才可以说

得上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在柯林伍德心目中，属于真正的人

类历史的内容有政治史、战争史、经济史、伦理史等，当然，像

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人类的诸种精神活动也在其中。

我猜想，柯林伍德之所以区分两种历史，并非认为“伪历

史”不值得记载下来，而只是认为它的历史价值不如真的历

史那么高而已。所谓历史价值，是指以往的历史对于当前或者

未来的人们的思想启迪意义。大概对于柯林伍德来说，像吃和

睡、恋爱等这类日常事情，即使详细记载下来，也对于人类的

自身设计，以及人类的未来筹划于事无补———它们顶多是人

类以往行为的“故事”。而故事，通常只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而不值得被作为历史学家用来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

教训的一门“科学”来认真对待的。

果然如此么？这里且不说人类的种种活动，包括吃和睡、

恋爱等，无不受人类自身思想的支配，或者说，严格的没有“思

想”的人类活动与行为是不存在的，即使承认人可以有暂时离

开思想的行为与活动，但一旦人们对这些无思想的人类行为

与活动进行反思，它们也就纳入了历史的范畴。因此，所谓的

历史是什么，不过是人们对于自身以往活动的理性反思而已，

而这种理性反思的对象，是既包括人类的有理性的活动，也包

括人类的表面上不受理性所支配的行为与活动在内的。

然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丝毫没有否定“一切历史都是

思想史”这样一个命题的意思，只不过在我看来，它的确切含

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

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

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

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

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

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采取抽象的议论与逻辑

推证的方式。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

知的性质。历史认知的是什么？这里，我同意柯林伍德所说：历

史是关于人性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要认识人性。所谓人性不是

别的，无非是通过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属

性而已。然而，关于什么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这个问题并非那

么一目了然。在思想史上，人们常常将仅仅是人才具有而动物

不具备的一些特点视之为人的本性，从而将人与动物区分开

来，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人概括为“政治的动物”，而中国的儒

家则视人是“道德的动物”，等等。这种种关于人的定义，都是

从某一角度对于人的特征的提示，并且区分了人与动物的不

同之所在。然而，人除了具有与动物可以相区分开来的许多不

同特点之外，它究竟也还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种类，也会有

其他动物所具有的许多重要特征。比如说，它不仅要与自然界

交换能量，而且与其他动物一样处于与其他动物以及同类的

生存竞争之中。总之，作为宇宙进化的最高存在者，人既保存

着自然物种的自然性，同时也具有其他自然物种不具备的独

特性质。这种自然性与非自然性在人身上的统一，假如用康德

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因此，康德将人

视之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

较为可取的定义。其中，所谓“有限的”，是指人与其他自然生

物体一样，与其他物种及同类处于竞争状态，有生老病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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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逃于自然律；所谓“理性存在”，是指人由于具有理性，它不

安于被动地接受自然因果律的安排，而试图运用理性的力量

摆脱自然律的控制而追求无限。人类为摆脱自然律的控制而

追求无限的活动有种种，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像科学、宗教、历

史、艺术等，都是人类为了追求无限和实现“不朽”的符号化

活动形式。

假如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历史是对人性

的认识，其实说的就是人们对于人类作为 “有限的理性存

在”的一种历史性反思。之所以说它是历史性的，乃因为它以

以往人类的活动与行为为对象；之所以说它是反思的，是指

它要通过这种对象性的思考来揭示出人的本性——有限的

理性存在。

然而，要注意的是：所谓历史反思不是单纯的历史描述。

任何历史反思虽然都以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

为对象，但历史的描述仅是历史反思得以进行的前提而非结

果。历史反思的真正用意在于：它要从一定的学术立场对历

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的性质以及意义进行揭示与评价。而从一

定学术立场对于历史事件的性质进行评判，就意味着历史反

思远不是“价值中立”的，其评判的立场依赖于某种价值观

与形而上学的预设，否则我们无法对历史事件的性质作出评

价。当然，这种所谓价值论的评价其实又是蕴涵于历史描述

之中的。就是说：历史著作往往只是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貌

似客观的叙述来表达它的价值判断，但这不等于说，历史的

叙事可以离开某种价值判断。因此说，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

想史”的深刻含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于以往发生过的历史

事件的理性思考，而且是一种引入了价值观念的理性评判。

这种关于历史书写是对于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判的历史

观，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关于历史书写必须遵守的“黄金

律”。例如，孔子作《春秋》，立意于“使乱臣贼子惧”，其“春

秋笔法”一直被后来的儒家称道。亚里士多德也是通过对希

腊城邦制度的研究而得出“法治比人治好”这一有价值褒贬

的结论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提倡“历史神义论”，更

将历史视之为上帝要在人间实现正义秩序的展现。然而，近代

以来，这种历史观却受到来自实证主义史学的强烈挑战。老牌

的实证主义者如孔德认为，历史学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着力

于揭示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并且要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

与态度；而后起的实证主义者，如维也纳学派认为，既然历史

的书写无法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成见与价值诉求，那么历史

学就应当被排除于“科学”之外。然而，假如历史学真的离开

了价值评判，它将沦至何种地步呢？它要么成为社会科学的附

庸，成了某种社会概念或社会科学理论的图解与注释；要么成

为像历史博物馆中被零零星星收藏起来的展示人类以往事迹

或事态的残砖断瓦。这就从根本上失却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

与性质。历史学之所以得以存在与有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对于

以往人类活动与发生过的事件所作出的价值评判，而这种价

值评判活动又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叙事得以实现的。这方面，说

历史学像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不如说它像哲学以及艺术一

样具有人文性更为恰当。这也才是历史之所以作为思想史的

意义之所在。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准确意义应当是：

人类以往的活动与行为只有经过历史学家从思想与价值立场

作出评判后，它才成为历史。

然而，这里会出现问题：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立场与价值立

场不一，当说历史书写是历史学家对以往人类活动的价值评

判活动时，究竟应当以何种学术立场与价值评判立场作为标

准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以往人们之所以主张历史书写应当

是客观的这一看法，除了是因为受到近代以来实证主义思潮

方法论的影响之外，更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历史学的内部：人们

发现，假如引入了价值判断，就会导致历史的书写失却其客观

性，从而，历史学有沦为历史学家们表达其主观意见的工具的

危险。然而，我们从上面看到，既然历史学是如同哲学以及艺

术那样的人文学科中之一种，那么，历史学也如同哲学与艺术

一样，虽然它们都同样包含着作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但在这些

不同的历史书写中，却是有着写得好的与写得不那么好的，以

及写得坏的历史书写的区别的。

这里所谓好的或坏的、比较好的或比较坏的历史书写之

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书写得“客观”，而在于它们的学

术立场与价值立场是否“公允”。如克罗齐与柯林伍德所辨明

的那样，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于以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解

释，这种解释强烈地显示出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色彩，并且历

史学家的价值立场与“前见”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尽管在

历史的书写中，作者本人的价值立场无可避免，而且制约着历

史的书写，然而，由不同的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不同历史著作之

间，却有着好坏的差别。这种区别是如何造成的呢？或者说，人

们读这些历史著作，鉴别其好坏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呢？这就是

一本历史著作呈现出来的历史正义感。所谓历史正义感，是指

历史书写者在面对历史资料，尤其是以往发生过的关涉人类

根本是非观念的重大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感。比如说，

像历史上的战争，向来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历史上任何时代与

地区，也会发生过人为的与非人为的灾难，包括瘟疫的流行

等，总之，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会有其苦难。对这些历史上

的人类苦难是表达同情还是熟视无睹？在人类的邪恶与正义

之间的冲突与战斗中，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历史学家的这种价

值立场不仅强烈地影响着他的历史书写过程，而且必然反映

于他的历史叙事之中。而衡量一部历史著作之有价值与否，或

者其价值高下，首先是看这种书写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与

正义感的强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章学诚称史家须“才、学、

识、德”四者俱备，而“史德”居上。自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历

史学家在处理具体题材时，有驾驭史料之熟悉与否，以及鉴别

史料之正确与否等之差别，但较之“史德”来说，这些具体的

史学功夫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换言之，衡量一部历史作品价

值之大小，首先是看其学术立场以及价值关怀立场。举例来

说：同样是撰写反映二战时期的历史作品，站在反法西斯与同

情法西斯的不同立场上，其历史书写的内容，包括史料的组织

与鉴别等，必然是大不一样的。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

“南京大屠杀”，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

历史书写——一个人假如站在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辩护的

立场上讲话的话，哪怕史料斑斑可考，他却也是可以“看不

见”南京大屠杀中的惨绝场面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部历史著作，虽然离不开“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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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素材，然而，究竟如何组织、运用，甚至鉴别这些素材，却

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史德”———历史正义感。历史正义感不仅

制约着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鉴别与运用，尤其影响其对于历

史事件的价值评判。而离开了历史评判的历史书写，严格来说

不可能是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顶多只能是一大堆史料的堆积；

而与历史正义感背道而驰的历史书写，则非但不是历史书写，

相反只能是对历史的践踏。

有人会说：当我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在进行某种历史书

写时，开始时总是先收集材料，并且对材料加以真伪鉴别，然

后将这些有用的史料贯通起来形成可以理解的历史，最后才

会对这些可以理解的历史作出价值评判，怎么可以在未经过

审查史料之前，就会形成对某种历史事件的看法或作出评判

呢？应该说，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上某一个问题未进行研究之

前，不要对这个问题抱有自己的“成见”；或者说，对于历史上

某个问题的认知结论与评价，应当是来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之后才有的结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说历史学家在对某一

个历史上的问题或事件进行研究之前，就会有自己的史学立

场与价值评判立场，这同样也是正确的。那么，这两者的区分

在哪里呢？这里，要将研究者的对于历史的普遍学术立场以及

价值评判立场，与他对于历史上某个具体问题的学术见解以

及价值评判态度区分开来。就前者说，历史学家的学术立场与

价值评判标准是不变的。例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对

于人间苦难怀有同情心，必须具有正义感，并且要有通过历史

书写来抑邪扬正的历史责任感。就后者而言，历史学家对于某

个历史上的问题在未研究清楚以前，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要

随意褒扬。看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是历史的正

义感问题，后者是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问题。真正有价值与有

分量的历史著作，应当是既具有历史正义感，同时又实事求是

的，怎么能说坚持了历史正义感会妨碍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

精神呢？情况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正义感只会促使他更加

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与书写历史；反过来，历史正义感的缺乏，

却会妨碍一个人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与书写历史，或者会妨碍

他去认识历史上某个问题的真相，甚至会让他去歪曲历史。这

是我们从历史中所一再看到的事实。

从这里我们看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思想”

的含义首先是评价性的，然后才是认知性的。换言之，所有以

历史书写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其实都经过了历史学家的思

想加工，是历史学家运用他头脑中的观念，尤其是经过他的价

值与意义观念加工与筛选出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书写

与其说是人类以往活动与行为的再观或呈现，不如说是历史

学家的思想观念（包括价值观念）的呈现。人类以往的活动与

历史事件是多种多样与丰富多彩的，但作为好的历史学家的

思想观念———历史正义感，却是异常地单纯，它无非是人类与

生俱来的善恶感而已。这正如荣格心理学的原型理论所指明

的那样：历史正义感其实是一种“原型”，它是异常单纯的东

西；但它却必须通过人类以往活动的各种具体形象呈现出来。

这话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历史正义感是不变的“底片”，而历

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则是根据这种“底片”冲洗出来的那些形

形色色的“照片”。

说历史书写只是历史正义感这张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

这丝毫不减少与贬低历史书写的价值。也许，正是由于有那么

多的具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在对于历史日复一日的研

究，才有了那么多的有分量的历史著作，而且，怀有同样历史

正义感的历史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透

视，同一历史事件呈现出来的历史正义感才更为真实动人与

多彩。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得不断地进行历史书写，甚至对同

一个历史事件也会进行不重复的书写的原因所在。

这同时也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人

类之需要历史不仅是为了观照他自己的过去，从而知道人是

什么；人类之需要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塑造人自身，使人

类自身更为完善。如前所述：人从本性上说是有限的理性存

在。这种人的本性呈现于历史，也可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

半是魔鬼”。然而，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知道

历史上关于人的本性的这一事实，而且还期望着对于人性的

改进与完善。人能不能减少其本性中的“魔鬼”成分，而使其

人性中“天使”的成分进一步增加，这不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著

作，而且有赖于在历史实践中的人类整体的努力。然而，历史

学家的职责却在于：他除了要揭示出历史上呈现出来的人的

本然人性之外，而且还要指出人性改良的方向。这不是要求历

史学家在历史的书写中为人性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而只是

要求他在对历史上的人性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后，还要从

价值观上作出判断。而从价值观上作出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

他的历史正义感。

当卡西尔引证加塞特“人不是一个物，谈论人有本性是

不正确的，人并没有本性。⋯⋯人类生活⋯⋯不是一种物，没

有一种本性，因此我们必须决定用与阐明物质现象根本不同

的术语、范畴、概念来思考它”[2]这么一段话时，他并非否认人

有真实的本性，而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良的，真正的人性

是塑造出来的。而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在塑造新的人性方面

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卡西尔要对这段话继续补充以席勒关

于“世界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的观点，并且以黑格尔的下面

这段话作结：“特殊民族和特殊精神的命运和行为是这些精

神的有限性的现象辩证法。从这种辩证法中产生出普遍精神，

即无限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在这些命运和行为中，在作为末

日审判的世界历史中，行使着它的权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权

利。世界的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因为它的绝对普遍中，包含

着所有特殊的东西——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它们成为

观念性的东西，成为它的从属的、但是有机的成员。精神的运

动就在于把所有这些特殊的形式展示出来。”

历史是否真的像席勒与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末日

审判”，这个问题不得而知。然而，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

家，至少这应该是他的一种信念。真正的有分量、有价值的历

史学著作，就是历史学家怀抱着这种信念而写作出来的。或者

说，他之所以书写历史，是为了要表白他的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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